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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毛泽东三线建设决策的三个新视角

三线建设， 是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叶的一场以

战备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战略，历时 15 年左右，国家共

投入 2052 亿资金和近千万人力，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

各省腹地，建设起了近 2000 多家大中型企业，以及科

研和基础设施， 其规模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的壮

举。

从 1964 年 6 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三线建设要求，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关于三线建设的评价，一直有较大分歧。 “文化大

革命”刚刚结束的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社会舆论多倾

向于否定，认为过于严重地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造成了严重的浪费。 甚至将其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林

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等同起来。 90 年代初期，特

别是海湾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高科技优

势对伊拉克、南联盟等国家进行空中精确打击取得的入

侵战争胜利， 使中国领导人重新关注战备后方的建设。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视察四川等三线建设

企业时指出：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

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 总

的讲，毛主席作出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

战略眼光的。 1993年，他又题词：“让三线建设的历史功

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 ”这不仅从历史

上肯定了三线建设，而且强调了新时期发扬三线精神的

重要性。 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小组会上的讲话，也充分肯定了三线建设。

对三线建设的评价，在政治上基本形成了结论。 但

是，学术上的研究，目前尚未见到全面的定论。 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 评价三线建设的客观环境发生了三个方

面的变化：

一是，从国家安全看，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美国一

批档案期满 30 年的销密、 苏联解体后机密档案的外

传，以及中国方面档案的逐步披露，为我们提供了重新

审视当时对战争威胁是否过于严重的新依据。

二是，从经济效益看，1983 年起，国家对三线企业

进行了历时 20 多年的调整改造战略，为我们提供了综

合评价各种三线企业经济效益水平的数据平台。

三是，从区域经济发展看，1999 年起，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至今已经 13 年，为我

们分析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关系， 提供了可持续

发展方向的视角。

因此，从新的视角重新评价三线建设，不仅是时隔

近半个世纪的反思，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我们的

评价更加科学、全面的需要。

一、从国家安全角度重新
审视，三线建设决策是否对
战争威胁估计过于严重

长期以来， 否定或肯定三线建设争论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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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线建设，是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叶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战略，距离现在已经近半
个世纪了。 对三线建设的评价，在政治上基本形成了结论。 但是，学术上的研究，目前尚未见到全面的定论。

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评价三线建设的客观环境在国家安全、经济效益、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因
此，重新评价三线建设，不仅是时隔近半个世纪的反思，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我们的评价更加科学、全

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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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当时是否有战争爆发的较大威胁。 否定者从事后

战争并未爆发的事实认为，当时估计过于严重了；肯定

者则从正是因为作了战备准备， 使敌人不敢贸然入侵

来进行解释。 然而，否定者和肯定者都拿不出事实证据

来说明当时战争爆发威胁是有还是没有， 以及到什么

程度。

1994 年， 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满

30 年，由于美国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一部分被曝光解

密，解密档案证实 1964 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

突然袭击的计划，而且不仅仅是设想，已经形成了具体

实施方案。 [1]这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61 年 1 月到 1963 年 6 月，美国间谍卫星和 U-2
高空侦察机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和包头核工厂， 确认中

国将在 1964 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 感到十分惊恐 。

1963 年 4 月，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

份长篇报告，拟定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 包括：A.
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 B.
实施海上封锁。 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

加压力。 D.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 E.
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不久，美国总统肯尼迪派哈里曼出使苏联，向赫鲁

晓夫试探 “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

但赫鲁晓夫没有同意。1963 年 9 月，台湾地区领导人蒋

经国访问美国， 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邦迪会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核设施问题。 美

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一个以多批次常规武器打击

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的应急计划。

1964 年 4 月 14 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

家罗伯特·约翰逊又起草了一份《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

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绝密报告，当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和

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

这份极为重要的报告至今没有解密， 但从美国军备控

制与裁军署官员拉斯詹斯 1964 年 12 月 14 日的一份

绝密评论报告中可以得知基本内容。

该报告考虑了四种摧毁办法，现总结如下：1．公开

的非核性质的空中打击（假定单靠美国执行）。 为把中

国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摧毁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

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

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打击水平才能有

效地完成这一任务。 2．报告还谈及一点，美国试图使自

己摆脱干系的任何特别努力都很容易被人发现。3．利用

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 由于缺乏这类条件这一

点已被否定。 4．空投破坏小组。 结论是一支 100 人的破

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

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 在约翰逊提交报

告时，这种可能性据称已得到严肃认真的分析。 [2]

1964 年 9 月 15 日， 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

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

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举行了

聚会，他们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

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 对

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

10 月，美国给台北的一份电报声称，轰炸罗布泊中共核

基地的计划将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行动。 于是，美国试图

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应该说， 不能把美国的这些计划视为即将执行。

但是，在美国和中国在越南战争中已经发生军事对抗

的情况下，距离美国认为可以发动袭击的“军事敌对”

条件，也只差一步了。 另外，尽管美国计划的只是对中

国内地核设施的突然袭击，但是这毫无疑问是对一个

主权国家的战争入侵，如果实施，必然扩大为中美之

间的战争。

那么， 中国领导人当时是否了解到美国的这些绝

密计划？ 如果不了解， 三线建设决策未必就是有的放

矢。

有档案证明，在原子弹将要研制成功时，中国方面

已经了解到， 美国正在策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

1964 年 9 月 16、17 日， 也就是美国最后讨论对中国核

基地袭击的时候， 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由军委和国务院

负责人组成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 研究是否

按时爆炸原子弹。 有人提出在 1970 年三线地区建设好

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核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

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 还是原定 10 月爆炸。 9 月

21 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附上罗瑞卿起草的

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是“今年爆炸”；二是“明年

4、5 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是“推迟爆炸”，到西南

地区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再爆炸。 ①毛泽东和

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

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批示“即办”，按原计划 10 月爆

炸。

1969 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 也是在苏联的核

打击威胁下掀起的。

1969 年 3 月， 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

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边防军全歼入侵者，保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特急信》1964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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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这时，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苏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进行了研究。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

竭力主张采取“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

划。 还有一个意见， 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 “核外科手

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

科夫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

口众多，一两颗原子弹难以消灭其抵抗，反而会使苏联

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 1978 年叛逃美国的苏联联合国

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回忆说：“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

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 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

题作出决定。 ”最后，“政治局的激动情绪冷静下来，并

且加强了勃列日涅夫的中间派立场，即不进攻中国，但

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

联的实力”。 [3](pp.194、195)

2004 年， 专门研究这一事件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

研究所研究员乌索夫对笔者说， 他认为苏联当时并没

有真正核打击中国的计划， 只是想逼迫中国回到谈判

桌前来，核打击的消息是苏联有意散布出去的。 但无论

如何，这种赤裸裸的核威胁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反应。

1969 年 8 月 27 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

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 苏联已经向东欧国家通报了

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 [4]8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战备命令，要求全国军民严阵

以待，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9 月 16 日，有苏联高层

背景的西方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 《星期六晚邮

报》发表文章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核

试验基地的可能性。9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庆口

号，毛泽东亲自增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

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

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 如果这种战争发

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从现在

起就要有所准备！ ”北京等各大城市都开始紧急疏散人

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疏散到了南方。9 月 23 日和

29 日， 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试

验，表示了坚决抵抗的姿态。 在严峻的战争威胁面前，

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 ，都是在面临美国 、苏联袭

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并非无的放矢 。 但是 ，这两次

还都属于威胁，并非马上要发动战争 ，那么毛泽东和

中央当时是不是反应过分？

据档案证明，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也是有战争

打起来和打不起来两种考虑的。 问题不在于哪种可能

性大，而在于忽略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在拿国家命运赌

博。 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使得出入侵战争的可能

性较小的分析，也不能不考虑对方违背理性的行动。 准

备的后果可能是浪费，不准备的后果则可能是灭亡。 因

此进行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基地是最明智的选择。

最后， 还应当考虑到近代历史对中国民众的巨大

心理压力。 从 1840 年至 1945 年的 105 年中，中国遭到

七次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入侵战

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

战争、中日战争，几乎不到 15 年就要遭遇一次；加上二

战后最大的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又都发生在中国的友

邻，把中国卷入其中。 在一个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没

有后方基地的落后大国，作为指挥过抗日战争、抗美援

朝战争的中国领导人，若没有强烈的备战观念、哪怕是

过度的估计，倒是不可理解的了。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

不能简单地说三线建设决策是对战争威胁估计过于严

重，更不能轻率地说是无的放矢。

二、从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反映
的数据，重新对三线企业的经
济效益进行整体评价

关于三线建设的评价，经济效益是一个关键点。 由

于“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三线企业选址不少在不

利生产的地区，加上缺乏论证、上马过急、产品过分为

军工服务等问题，造成了严重的浪费，许多企业经济效

益低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这种问题是普遍的还

是部分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调研统计后的整体数据

定论。 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者，都是抽样举例来支持自

己的观点。 否定者举出甘肃、陕西、贵州等偏僻山区很

多企业难以生存、被迫关闭搬迁的事实；肯定者则举出

攀枝花钢铁集团、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昆铁路等发挥

巨大作用的成功例子。 显然，靠抽样是无法进行总体评

价的。

从 1983 年开始， 历时 23 年完成的三线建设调整

改造战略，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评价三线建设的新

平台。 这 23 年，可以视为三线建设的第二阶段，也应当

包括在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范围内。

1983 年 11 月 20 日， 国务院时任领导和国家计委

主任宋平与西南三线建设负责人鲁大东、钱敏、郑汉涛

谈话，指出：三线建设应有个方针、有个规划。 总的讲是

三句话：调整、改造、发挥作用。 现在有两种倾向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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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一是完全肯定，要搞大配套，大投资；二是否定三

线， 要离开三线， 掉尾巴再回到沿海。 三线建设花了

2000 多亿元资金，现在要通过调查、规划，扎扎实实地

进行工作，使它的作用很好地发挥出来。12 月 29 日，国

家主席李先念在一封信中指出：抓三线建设调整，对稳

定和鼓励在三线工作的同志的情绪，会发生很大作用。

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 改变三线地区

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 同时，从长远看，战

争的危险还存在，一旦爆发战争，我们的后方就会有比

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要经过调查研究和统一规划，在一

定时候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该把那些有条件、有前

途的工程项目搞起来， 使三线建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

用。 [5](pp.336、337)

1983 年 12 月 3 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三线建

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四川省原省长鲁大东任主任，

钱敏、郑汉涛任副主任。 该办公室的任务是提出三线现

有企业的调整和技术改造规划， 并对其实施进行检查

监督。1984 年 1 月 22 日至 26 日，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

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 确定三线企业调整的指导思想

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同国家的长远计划相

结合，合理配置生产力，大力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

和企业结构，促进专业化协作，促进经济联合，促进技

术进步，围绕三线企业军工、机械两大优势，针对布局

过于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三个症结，统筹规划，

综合平衡，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把三线地区建设成

为平战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 为国家的国防现代化和

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由此，三线建设调整改

造方针基本确立。

会后，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现有三线企业的状况基

本摸清： 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

1945 家，属于第一类即布局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

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

功的，占 48%；属于第二类即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

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

力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

够好的，占 45%；属于第三类即有的选址有严重问题，

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至今产品方向不明，

没有发展前途的，占 7%。 [6]

当时急需解决的是第三类企业， 这类企业包括三

种情况： 一是企业所在地自然灾害频发、 生活条件恶

劣， 危及生产和职工生命安全； 二是选址布局过于分

散，或是远离原料产地，不适合行业特点，造成极大不

便；三是因国家改变战略或资金困难，长期停建缓建，

靠国家补贴度日的企业。

1984 年 8 月， 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召开了三线调整

工作会议，决定把布局调整放在首位，对第三类企业分

别关、停、并、转、迁。 原则是：“该关停的就不要搬迁，能

迁并的就不要迁建，能就近搬迁的就不要远距离搬迁，

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 ”[7] 11 月，

国务院三线办公室通过了《“七五”三线地区企事业单

位调整方案》，确定调整 121 家单位，其中关停 9 家，迁

建和部分迁建 49 家，迁并 48 家，全部转产 15 家。 [8](p.67)

经过调查和实践，搬迁工作产生了由原料、市场、

技术、信息决定的四个原则：

第一，向原料产地方向搬迁。 一部分军工企业经过

国家安排或自找出路转产民用产品后，所需粮食、棉花

或油、气等资源本地不能自给，因此要向原料产地附近

的中小城市搬迁靠拢。

第二，向产品市场搬迁。 许多三线企业转产家用电

器、自行车、摩托车、汽车、耐用日用品等民品，必须考

虑市场因素，向人口较为稠密、市场购买力较高、商品

运输较为方便的中小城市迁移。

第三， 向有利于发挥本身技术优势和加工协作的

地区搬迁。 三线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技术含量密集或

高精度加工企业，为了稳定和补充技术力量，必须搬迁

到经济比较发达、 科学教育单位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

附近。 有一部分只生产配件或需要地方工业为其协作

生产配件的企业必须搬迁到周围有一定加工能力的工

业区。

第四， 向有利于技术和市场信息交流的大中城市

搬迁。 三线地区企业集中了国家电子、航天、核技术、信

息通信等产业， 这些产业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新技

术潮流的前锋。 然而，三线企业地处偏僻深山荒野，长

期得不到先进技术情报和市场信息，封闭落后，造成无

形资产的流失。 因此，必须向与世界交流频繁的开放城

市搬迁。

到 1991 年底，全国“七五”规划三线调整项目基本

完成。121 家单位中有 24 家进行了撤并和就地转产，有

8 家划归首钢，有 71 家完成了全部或部分搬迁。 [9]1991
年 11 月 4 日，国家计委确定纳入“八五”“脱险搬迁”计

划的项目有 115 家。 [10](p.465)到“八五”计划结束的 1995
年底，三线地区第三类企业的“脱险搬迁”问题大部分

得到解决，因此 1996 年至 2000 年的“九五”计划安排

的“双给”项目（国家给投资、给政策）只有 38 家。 [11]

如果从 1984 年调查摸底的情况看，三线地区共有

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 1945 家， 成功的占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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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成功的占 45%； 有严重问题没有发展前途的只占

7%。 [6]但从执行中看，列入“七五”到“九五”计划，解决

“脱险搬迁”问题的三线企业有 274 家，占全部三线企

业的 14%。

通过调整改造，三线企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三

线企业的周边环境得到改善， 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大大提高。 三线企业的调整搬迁，使一批长期受恶劣地

理环境制约的企事业单位，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能

够依靠自身优势，比较平等地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因而

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经济效益逐步上升。 二是促进了企

业自身的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 这些企业首先是

同产品结构优化和能力调整相结合， 其次是同技术改

造与引进相结合，再次是资产重组和企业改制相结合，

最后是同地方经济相结合， 大多数企业都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 三是职工队伍得到稳定，技术力量后继有人。

经过调整改造， 多数企业靠近城市， 经济效益显著提

高，解决了住房、交通、子女入学等问题，生活条件和文

化氛围有很大改善，具有了人才吸引力。 四是促进了三

线企业的体制转轨和经营机制转型。 许多企业在调整

改造中实现了军品民品分离， 生产经营与后勤服务系

统分离。 民品生产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成为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单位，并积极进行公司制、股份制

的改造。

仅从上述看，三线建设的遗留问题并不算太严重。

但从实际来看，首先，“脱险搬迁”的 274 家单位是问题

最严重、无法继续生产的，还有问题比较严重的单位尚

未列入调整改造计划。 其次，这些企业的调整改造，是

立足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而当 1992 年中共中央确立建

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 这些企业面临着新的

转变机制，三线建设遗留的问题更加凸显。 如果说三线

企业“脱险搬迁”的布局调整，还是一种位置的移动，同

当年一二线企业向三线搬迁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大

多数仍然保留在原地的三线企业， 面临的则是从未尝

试过的脱胎换骨的新挑战———自身的产品方向和产业

结构调整。 因此，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工作仍然很艰巨，

直到 2006 年才结束。

客观地说，这些面对市场经济的问题 ，不能完全

归咎于三线建设的失误。 这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国有企

业都要面对的问题，只是三线建设的决策 ，使三线企

业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而已。

当年的三线建设， 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为保障国家

安全而实施的国家战略行为，所有资金、物资、人力都

是根据计划指令调拨， 因此尽管蕴含着极大的积极性

和群众热情，但并不存在独立的企业行为。 而三线调整

改造从决策上看仍然是一种国家行为， 为继续建设国

防后方服务， 同时也要更多地为发展新时期的国民经

济服务。 但是，随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对三线企业的企业行为要求日益凸显， 使之成为国家

行为与企业行为的结合。 一方面，国家不能像当年那样

全部注入投资， 只能以较少的增量资金拉动原有的大

量资产存量进行调整。 这种较少的增量资金，也逐步地

由单纯投资转换为贷款形式。 另一方面，相当多的三线

企业在调整改造中， 转变为生产民用产品的独立法人

地位，需要在市场经济中，自己解决资金、产品市场、工

资福利等问题，而且还要上缴利税。 这两方面的变化，

促使三线企业身上集中了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冲

突。 当年的“靠山、分散、隐蔽”使得许多企业先天远离

市场， 生产与市场不接轨的军用产品。 而在三线调整

中， 国家行为的日趋淡化使企业承担起了偿还当年行

为后果的责任。 虽然国家给予了种种优惠政策，但只能

是导向和激励， 不能全包， 远不能改变三线企业的劣

势。 这就造成三线企业调整改造虽然取得巨大成效，也

存在着普遍的问题———主要靠自筹资金进行调整改造，

欠付银行利息严重，负债过多，难以形成扩大再生产的

良性循环。据统计，“七五”计划调整项目的 30亿元总投

资中， 国家补助资金占 25%， 部门和地方自行安排占

32%，企事业自筹占 43%。 “八五”计划调整项目的 115
亿元总投资中，国家和地方部门投资占 17%，企业向银

行和其他渠道贷款占 53.16%，企业自有资金占 28.3%。

以致企业借贷率达 70%， 平均负债率更高达 85.4%，高

于全国国有工业企业近 20%。 尽管享受了停息挂账、计

息挂账的政策，但到 1998年底，绝大部分“七五”调整项

目企业贷款欠付的本金和部分利息仍然不能偿还。 ①

因此可以说， 三线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下问题是严

重的。 就经济角度而言，三线建设整体上是不成功的。

15 年的建设，竟然需要 23 年的调整改造来善后。 但就

整个西部经济的大视野来看， 这些问题也包含着东西

部因地理条件、历史遗留问题、发展战略变化而最终出

现的经济差异。 三线调整改造进程中，经历了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变革， 使得三线调整改造工

作也不能一下子从根本上治理，需要调整思路。 这是我

们重新评价三线建设时必须考虑的。

① 根据国防科工委有关部门资料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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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三线建设战略纳入西部
大开发的更大战略中重新评价

过去学术界评价三线建设， 倾向肯定的观点多着

眼于宏观政治需要，如保障国家安全、缩小东西部差距

等；倾向否定的观点多着眼于微观经济数据，如三线企

业环境恶劣、经济效益差等。 这是评价出现较大分歧的

另一个原因。 从西部大开发的大局来剖析三线建设的

作用，应该是两者结合的较好切入点。

以四川为例。 三线建设以前，四川工业较发达地区

主要限于重庆、成都两个城市周边。 而川西地区，是中

国乃至世界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综合利用价

值极高。 金沙江、鸦砻江的水力发电资源也是中国蕴藏

最丰富的。 川西平原、西昌地区，农业自然条件很好，盛

产粮食和经济作物。 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缺少工业基

础，川西经济得不到提升，远远落后于川东地区。 毛泽

东决定把三线建设重点放在四川后，1965 年邓小平视

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

即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向重庆和六盘水

两点作钟摆式辐射，六盘水工业基地的煤炭运到攀钢，

攀钢的钢铁运到重庆， 重庆的机器运到攀钢和六盘水

工业基地。 这个“两点一线”布局现在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三线建设建成的成昆铁路和青藏铁路（西格段）是中

国铁路布局中最西的两条。成昆铁路沿线辐射范围 13.6
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和云南的 7个地、市和所属 50 个

县、市。如今铁路支线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企业和科研

机构星罗棋布，崛起了西昌、绵阳、雅安、乐山等新型工

业城市。 攀枝花集团是主产高铁钢轨、无缝钢管、特殊

钢、钒钛钢铁的企业，它还延伸到凉山州、成都市、绵阳

市及重庆市、广西北海市等地建厂，开辟了西昌卫星中

心、凉山彝族风情和冰川地貌、丽江玉龙雪山等旅游线

路。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

经济学家林凌指出，“两点一线”带动川西少数民族地区

的社会和经济水平提高，相当于跨越了 50 年。

如果把评价三线建设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西

部大开发联系起来，思路就会更加开阔。1964 年中央作

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主要原因是国际形势严峻，敌对势

力在东部沿海地区外形成了包围圈。 而中国的工业和

大城市多数集中在东部， 一旦发生战争， 必将损失巨

大。 40 多年过去了，战争并未爆发。 从今天的国际形势

看，三线建设发挥了新的经济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

出口产品加工生产基地。 2004 年，中国 GDP 对外贸的

依存度高达 67%。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发达国

家一方面减少对中国的进口，一方面用贸易保护主义手

段对中国出口商品设立关卡。再加上东部劳动力成本增

高，使沿海地区的生产和加工出口产品企业遇到了前所

未有的困难，生产急剧萎缩，不少企业停工、停产甚至倒

闭。 中国经济必须开创新的市场和对外通道。

西部是一个广阔的市场， 由于劳动力成本相对低

廉，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区域。 当年的三线建设，为

这个战略提供了有利支持。 如三线建设时开始兴建的

内（江）昆（明）铁路，到 21 世纪初全面通车，已成为连

接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国际通道。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

施以来，在三线建设基础上，又新建了大批高速公路和

机场，向西打开了对外开放与合作的新路。 如 2010 年

开通的 “渝—新—欧” 国际铁路是重庆电子和机电产

品、 汽车配件快速运往欧洲新的战略通道， 从重庆始

发，经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进入哈萨克斯坦，再转俄

罗斯、白俄罗斯、波兰，至德国的杜伊斯堡，全程 11179
公里，运行时间约为 13 天，该线路运行费比航空节省、

运到时限比海运缩短 50%、安全性高、通关更便捷。 这

样，形成西北部由新疆、内蒙古至俄罗斯、中亚五国、蒙

古，西部由新疆、西藏至巴基斯坦，西南部由云南、广西

至东南亚国家的三条国际通道后， 不仅有利于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 而且将有利于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

东部海域冲突。

可以说， 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三线

建设的战略，虽然没有包含促进西部对外开放、应对国

际金融危机的设想，但我们今天评价三线建设，区域发

展大局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个视角下，我

们对三线建设重新评价， 还可以得出一些对西部大开

发有益的启示和经验。

例如，作为“两点一线”中“一点”的重庆地区。 三线

建设是围绕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进

行的。 三线建设时期，广安县分布着十几家工厂，主要

生产军工光学仪器等。 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工厂开始生

产民用产品如照相机等，但因为地处偏僻，物流和信息

不便，大部分最终都迁移到重庆等地或者废弃。 重庆西

南山区的南川区，是生产常规武器的机械工业基地，在

调整改造中，多数工厂也迁移或者废弃。 如临江机械厂

迁移到重庆市区以后， 位于南川水江镇的厂房框架仍

然保留较好， 周围杂草丛生， 部分办公用房被改为监

狱，宿舍楼为当地居民使用。 如位于鹤公岩山麓的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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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厂，曾经生产坦克和火炮构件，停产后被民营企业

租借，改名为永溢机械厂。 当年高大的厂房保留完整，

但车间里重型机器基本废置，搭建窝棚，鸡犬乱窜。 其

他厂房被农民当仓库堆放饲料， 框架较好的宿舍楼也

被闲置。

造成这种浪费和废弃的主要原因， 是被长期垢病

的三线选址方针“靠山、分散、进洞”。 这个方针本是 20
世纪 60 年代针对核工业提出的，但在片面强调战备的

影响下，被当作三线企业的普遍选址要求。 如南川区三

面环山，一面靠江，交通十分不便，距离重庆虽然仅 150
多公里，但因有一部分是山路，所以乘坐汽车也需要一

天多时间。 这自然对企业的发展严重不利。 但是，时隔

40 多年后，对这个口号也有必要重新思考。四川省山地

面积占总面积的 93%， 平原和可耕地十分稀缺。 “靠

山”，尽可能不占用平地，不能不成为今后发展工业的

一个永久性要求。 由于现代大城市人口密集，工业污染

比较严重，不宜再建设集中的工业城市，“分散”也是今

后工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进洞”，当时是劳民伤财的一

个举措，如重庆涪陵的 816 工程，是三线建设中历时五

年挖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工洞。 由于潮湿和没有采光，80
年代被废弃，2010 年开放为旅游基地。

进入 21 世纪后， 四川的交通条件有了很大变化，

“靠山”的不利因素基本得到改变。 如南川区，渝湘高速

公路穿过其中，沿线公路四通八达，过去到重庆需要一

天时间，现在只要一个多小时。 高速公路开凿了众多隧

道，则是现代版“进洞”的一个体现，有节省时间、不占

耕地和保护地表的优势。 就在被废弃的临江机械厂遗

址旁边，崛起了现代企业重庆铝业集团。 但是，被废弃

的三线企业厂房设施等还有不少仍然没有得到利用。

其原因，据初步了解，是受产权问题的制约。 当年三线

建设的主要企业，由中央直接投资，产权属于各部委特

别是国防工业部门，任凭荒废，地方也无权使用。 由此

可以看出，当年三线企业难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不

仅是自然条件， 更重要的是缺少和地方经济的融合。

国家投资三线建设企业，好像钉钉子 ，没有像种树那

样生根发芽，甚至三线企业生活区的语言都和当地农

民不相通。 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过程中，这个问题也

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如果对部分三线企业不是简单迁

移，而是与地方共同经营，甚至折价转让给乡镇和民

营企业的话，也许能够走出新路。 这是我们今天评价

三线建设时很少被人提及的一个方面，也是今后西部

大开发中如何利用三线企业的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多

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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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Concept of human
rights first appeared in the west, which is the product of western enlightenment. The ancient Chinese thoughts also have
their own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and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in the concerns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the Western tradition. But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social,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particularly reflected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theory cannot be
confined to the Western values and methodology, but should also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combined with the accumulated though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istorical process and law of its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ploring and combing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to better enrich and
improve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human rights.(ZHANG Zhi-hong)
Evaluation of the Three New Perspectives of Mao Zedong’s Three -Line Construction Decision:Three -Line
construction is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strategy as a center of war readiness started from the middle of 1960s, nearly half
a century from now. The evaluation of three-line construction has basically formed the conclusions in politics. However,
academic research has not yet seen the full conclusion. Especially since 21 century, evaluating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
of three-line construction has changed in national security,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tc.
Therefore, re-evaluating three-line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after nearly half a century, but also a need for
making our evaluation more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CHEN Dong-lin)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and the Crisis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 Scholars：
“Occupy Wall Street”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and wide spreading range protests since the 1970s in the U.S. Even many left
wing representatives and organizations came and show solidarity with the protesters. With profound review and critics of the
American financial system, social and classical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unemployment crisis,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foreign scholars claim that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to be regarded as
capitalist constitutional crisis while capitalist countries should take great transformations and adjustment. (ZHANG Xin-
ning)
What Should We Learn from China? Many Western observers fail to understand China and indeed, fail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 This occurs because the dominant paradigm for knowing in the West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is a linear one
that suppresses dialectical thinking. This failure means that China is misunderstood doubly, in the first instance because
dialectics is a central feature of Chinese thinking and in the second because dialectical thinking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human understanding. The suppression of dialectical thought results in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generally and
China specifically. Nevertheless, a few Western scholars have correctly understood that, “The dialectic of keeping and
rejecting is the central theme in twentieth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China’s long history of a dialectically based
epistemology precipitated its turn to Marxism in the 20th century, led it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opened the
door to enriching Marxism through Sinification, and has left the Chines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incorporate new ideas and
adapt to changing times. This is a fundamental lesson the West should learn as it searches for new ways forward amid
global crises. Indeed, as Marx would point out, such crises are symptomatic of non-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can only be
solved when dialectical thinking is employed, and in this respect, the Chinese have outperformed all others.(Josef Gregory
Ma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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